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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为配合基本建设，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黄邓村
清理了一批东汉墓 [1]，其中 M35 出土一件鎏金
铜辟邪纽套印，印台四面阴刻有建筑、人物、动
物图案，为全国首见，对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
用印、玺印制度有重要价值。 现将此印介绍如
下，并对辟邪纽印章的年代及其蕴含的汉代丧
葬观念略作研究。

一 印章形制

这件辟邪纽套印所在的东汉墓 M35，系
长斜坡墓道砖室墓 ， 坐西朝东 ， 总长 11.78
米，墓内出土各类器物共 38 件（组 ），套印出
土于墓室北部。 此印为铜质，器表鎏金，母印
与子印均为辟邪纽， 组合整体呈大辟邪环抱
小辟邪之姿， 两辟邪皆作扭身侧首仰天长啸
状。印台为长方体，四面阴线刻有图案（具体描

述详见后文）。 印面近方形， 印文为篆体阳文
“王俊之印”四字，印文深峻，铸造而成。印面边
长 2~2.1、印台高 1.2、通高 3.2 厘米 （封面 ；

图一 黄邓 M35 出土鎏金铜辟邪纽套印印面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关中地区西晋墓葬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4BKG01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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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 1~4；图一、二）。

二 辟邪纽印章的年代

辟邪纽印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体
印，另一类是套印。 前者流行于西汉末至新莽
时期，器形相对较小；后者至东汉时出现，体积
因套印所需而有所增大。由于以往考古出土的
标准器数量较少， 学界对辟邪纽套印的年代
判断存在一定分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
东汉晚期出现，流行于魏晋时期 [2]；另一种认为
主要集中于东汉晚期 [3]。 笔者搜集了我国目前
已公开发表且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辟邪纽印章
（表一），重新讨论其年代问题。

迄今考古出土的辟邪纽印章年代最早的
为西汉中期，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数量渐增，形
制均为单体印，而套印则均属东汉时物，流行
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基本消亡（图三）。
目前看来，以往印学界认为辟邪纽套印流行于
魏晋时期并无考古材料支撑。 辟邪纽单体印的
印面边长约 1.3 厘米，印章通高在 2 厘米以内，
纽式精巧，印文多为阴刻而成，专称多用“私
印”。 套印母印印面边长 1.8~3.4 厘米不等，印
台略增高， 完整套印由母印、 子印或母印、子
印、孙印组合而成，多为一大一小两辟邪，母印
辟邪或作前仰呼啸状或侧首昂扬头身呈 S 形，
印文改为以阳文铸造为主， 专称多用 “之印”
“印信”。西安黄邓 M35系东汉中晚期墓[4]，出土
的套印“王俊之印”，形制和内容均符合东汉中
晚期辟邪纽套印的特点。 目前考古所见辟邪纽
套印大部分仅存母印或子印，“王俊之印”印体
形制完整， 其印纽及印文风格可作为标准器，
为该类印章的断代增添物证。

三 辟邪纽印章与汉代的丧葬观念

“辟邪”纽印章多属私印，考古出土印文为
公印的辟邪纽印章， 仅见有一枚 “巴郡守丞”
印，该印出土于贵州兴仁交乐 M14，系东汉中
晚期墓[5]。 “巴郡守丞”印为辟邪纽套印，鎏金铜
质，印面边长 2.1 厘米，印高 3 厘米，印文凿刻
“巴郡守丞”，未见子印，母印印台四周以极细
的线条阴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两汉时期，
公印的使用已严格规定至纽式，“诸侯王印 ，
黄金橐驼纽……列侯黄金印，龟纽……丞相、
大将军黄金印， 龟纽……御史二千石银印，龟
纽……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纽”[6]。 “巴
郡守丞”印为辟邪纽子母印，与这一时期实用
公印制度不符，其印文虽具有公印属性，但实
质应是为彰显墓主身份的随葬印。

纵观两汉时期辟邪纽印章的演变，虽然尺
寸（印面由小变大）、纽式（由单体印变为套印）
有差别，但印纽的题材并未发生转变，表现的
都是一种有翼神兽。单从印纽的造型来看，其
亦虎亦狮， 与汉代以来陵园神道两侧的 “翼
兽”极为相类，这种“翼兽”也被称为“辟邪”“天
禄”“麒麟”，其本身带有辟邪除凶、天降富禄的
含义。

辟邪纽印章的制作殊为不易， 辟邪鳞甲、
须发等细节的刻画极尽精巧，东汉时期流行的
两套印、三套印更可谓穷工极态，体现了这一
时期微型青铜器铸造极高的工艺水准，因而辟
邪纽印绝非常人所能拥有。 在墓葬中，辟邪纽
印多发现于人骨腰侧， 是墓主贴身随葬之物，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此类印章的认识还有
更进一步的可能。

图二 黄邓 M35 出土鎏金铜辟邪
纽套印（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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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在讨论汉墓中“虎食鬼魅”画像时认
为，这类图像是墓葬大傩的延伸，即汉代人认
为地下有食死者肝脑的鬼魅，下葬时要请方相
氏进行 “大傩仪式”， 下葬后这类鬼魅惧怕狮
虎， 所以汉代墓葬中常出现翼虎食鬼魅的图

像，意在保护死者在地下世界的安宁[7]。 东汉应
劭的《风俗通义》载：“墓上树柏，路头石虎。 《周
礼》：‘方相氏，葬日入圹，殴魍象。 ’魍象好食亡
者肝脑， 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
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 ” [8]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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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两汉时期的辟邪纽印章

1. 湖南长沙袁家岭 M23 出土 2. 江苏扬州市郊 M5 出土 3. 陕西西安图书馆 M8 出土 4. 河北阳原西城南关 M1 出土
5. 安徽亳州马园村 M2 出土

图四 陕西咸阳西汉晚期君惠墓出土微雕串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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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黄邓东汉墓 （M35） 出土鎏金铜辟邪纽套印读札

此，杨宽、王煜等学者也认为“虎食鬼魅”这类
画像与陵前翼兽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保护墓
主的尸体和灵魂不受地下鬼魅的侵害，进而护
卫和承载死者升往仙境[9]。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
盛行的虎形翼兽的图像或雕塑是这一时期丧
葬观念的反映， 它们被赋予辟邪除凶的功用。
印章的体量很小，只能算作“微型”随葬器物。
笔者注意到， 置于墓主腰侧附近的还有一类
“宝玉石微雕”器物。 两汉时期，微雕器物的踪
迹几乎遍布整个汉朝疆域， 它们一般成组发
现，材质包括玉、绿松石、青金石、水晶、玛瑙、琉
璃、石榴石、琥珀、煤精等（图四）[10]，表现题材有
人物 、动植物与神灵异兽 、兵器 、宝瓶 （壶 ）、
连胜等。 西汉史游编纂的《急就章》载有“系臂
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瓮。 玉玦环佩靡从
容，射鬾辟邪除群凶”，孙机先生引上述文献用
来说明汉墓所出琥珀小兽为简化的辟邪，应是
系臂之物[11]。 左骏进一步认为用“琅玕”“琥珀”
“碧珠玑”“玫瑰”这些宝石雕琢成龙、神兽（射
鬾、辟邪）或小壶（瓮）的形状，串系在手臂上，就
能消灾辟邪 [12]。 此类成组的器物中多见绿松
石、青金石、琥珀、水晶微雕而成的虎形灵兽，

甚至也有琥珀、玛瑙、煤精、绿松石材质的印章。
有学者统计了考古出土的琥珀印，指出琥珀印
多与金银、水晶、玛瑙、琉璃等珠饰同出，其中
琥珀印的纽式也不乏虎形异兽的造型[13]。另外，
在巴蜀、陕西、湖南一带的墓葬中，常见虎类题
材的图形印出土， 其中亦有较多虎食异兽、虎
食精魅的图案[14]。 《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
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15]因此，
无论是各类宝石微雕的虎形灵兽，还是印章中
与虎相关的纽式造型或印面题材，可以说都带
有辟邪消灾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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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黄邓 M35 出土的这件辟邪纽套印，纽
式为一大一小两只辟邪，较为特殊的是其印台
四面分别阴刻有四幅图像：第一面，左右刻阙
楼，为两层单檐阙，双阙间刻有一人物，人物下
方刻有两道云纹；第二面，刻有人物与灵鹿，人
物穿交领袍服，腰间系带，灵鹿昂首翘蹄，头有
角，胸侧有双翼，人物与灵鹿间有系带连接；第
三面，刻有二羽人，左侧羽人席坐于地，右侧
羽人呈跪姿拜谒状；第四面，刻有二羽人，皆
身穿交领袍服，腰间系带，似作交谈状。

双阙是汉代较为重要的一类图像，部分双
阙附近有“天门”的题刻（图五）[16]，因此这部分
双阙被推测与汉代升仙信仰有紧密联系。 上文
提到，西安黄邓 M35 辟邪纽套印第一面图案阴
刻有双阙，其余三面表现的内容几乎都与仙人
有关。 综合来看，此双阙应当与天门关系密切，
但双阙间的人物形象比较难以解释。 此阴刻的
人物形象有别于以往汉画中双阙间的门吏、士
兵等，更接近西王母的姿态。 由于画面刻划简
单，缺乏日、月、凤鸟、蟾蜍、龙、虎、连胜等元素，
单从第一面图像来看， 很难确认双阙间人物
形象的身份，但其余几面有仙人引鹿（路）、羽
人拜谒、羽人晤对的内容，应是表达墓主期盼
死后升仙的场景。 同时，王煜认为汉代昆仑山、
天门 、西王母间联系紧密 ，昆仑山是仙界承
载之物，天门是昆仑山升天成仙的入口，西王
母掌握不死药与仙籍，是取得升天成仙资格的
关键，三者共同构成了升仙的信仰体系[17]。这样
就可以理解西安黄邓 M35 辟邪纽套印印台四
面的图案，其展现的正是墓主对于死后登天门、
拜见西王母，继而羽化成仙，于仙界畅游的美好
愿景。

西安黄邓 M35 出土的辟邪纽套印可谓“一

体两用”，辟邪纽式可保墓主尸身不
受鬼魅侵扰， 印台四面的阴刻图案
又象征了墓主尸解成仙的场景，“打
鬼辟邪”与“升仙”两种观念被融合
在这件微型随葬器物之中， 不由联
想到汉代墓葬出土的微雕组饰中也
常常发现连胜、蟾蜍造型的饰件，毫

无疑问也是这一时期西王母题材盛行的结果。
汉代中小型墓葬中， 受制于墓主身份地位、家
族财力等因素，无法像高等级墓葬一样使用画
像石、画像砖，或绘制墓室壁画及营建陵前石
雕等，但通过印章、微雕组饰这一类微型随葬
器物， 亦可窥见此时在墓葬的细微之处，“辟
邪”“升仙”的信仰观念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

附记： 本文写作得到南京大学周晓陆、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及南京博物
院左骏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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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郊唐温思暕墓出土 D型骑马俑（M1 ∶ 西龛
171） 相似；H型骑马俑与河南偃师杏园村唐墓
出土骑马俑（M5 ∶ 27）[5]相似。 以上墓葬年代均
为 690~720 年，由此我们判定该墓葬年代应为
盛唐时期。

墓中随葬陶俑保存较好，种类较多，对于
研究随葬俑类的组合、排列方式以及骑马舞乐
有重要意义， 同时为研究盛唐时期的埋葬制
度、人物服饰以及乐器等提供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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